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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
中国城市规模是否过小？
———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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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一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推导出城市规模与城
市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中国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地级及地级以
上城市数据对由此得到的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地级市中城市规
模与劳动生产率呈现显著的倒 Ｕ形关系。在可比方法估计下我们发
现中国被低估的城市已明显减少，大部分城市处于最优规模的附近，
但同时被高估的城市数量在增加。此外，与东、中部等相对发展较
快的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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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济活动在空间和地理上的高度集中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越来越突出

的特点，美国大约有７５％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城市只占用了大约２％的土
地面积，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２００４）。在中
国，根据２０１０年的统计数据，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２９％，其土地面积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６．５％，而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６１．３％，经济活动在空间和地理上的集聚，特别是城市的
产生和发展，引发了许多讨论。
城市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口不断从农村流向城

市，这也正是目前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城市化。从历史发展的经验
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或者是正在经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
流动的发展过程，城市化水平的高低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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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中国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过程受到各级政府的
严格控制，城市的发展也几乎陷于停滞，７０年代末的经济体制改革后放松了
对迁移的控制，中国的城市化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城
市数量从１９１个增加到６５４个１，城市的数量在２０００年后一直保持在６６０个左
右，城镇人口比重从１７．９２％上升到４６．５９％２。可以看到，中国城市的数量和
人口规模是在不断增加的，按照城市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城市规模越大，由
于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越高。从实证上验证集聚经济的
存在也成为城市经济学中的一个研究热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城市规
模越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即每单位劳动的产出）越大。目前中国的城镇化
率刚刚超过５０％，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３５％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

８０％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周其仁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在
中山大学演讲时提出 “相比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中国的 ‘北上广’人
口聚集程度还远远不够”，虽然北京、上海和广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聚集趋
势，但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所能带来的促发展效应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那么，
中国城市中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是怎样的关系？本文将基于中国城市数据考察

这两者的关系，看中国城市中是否存在这种集聚效应，中国城市规模是否偏小。

１ 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２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 （１）使用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
城市数据，有别于其他大多数使用省级或横截面数据的研究。（２）与以往直接
利用生产函数估计相比，我们通过模型推导引入城市之间的联系并构造得到市
场潜力（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指标，从理论和实证上丰富了计量模型。（３）由于城
市公共基础设施是一种能直接影响城市有效运行的可共享投入品，有效的交
通网络、污水处理等能够加强集聚经济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大城市，可以提
高所有参与者的生产率。同样规模大小的城市很有可能因为公共基础设施的
规模和质量不同而导致生产率不同。学者大多分别关注集聚经济和基础设施
对经济的影响，而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却不多，许多研究假设类似大小的
城市之间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没有差异，这可能会导致集聚经济的估计有偏差。
因此，与多数文献只考虑集聚经济效应或只考虑公共基础设施的研究不同，
我们在引入公共基础设施后分析城市规模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４）大
多数文献只关注人口规模对劳动生产率是否有促进作用，本文对人口与劳动
生产率之间的倒Ｕ形曲线关系进行估计和验证。（５）在方法上，利用固定效
应、差分ＧＭＭ、系统ＧＭＭ三种估计方法，并进一步使用两种ＩＶ方法，得
到更可靠、稳健的结论。
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理论背景和相关实

证研究综述，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和相关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计量结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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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第五部分是主要结论。

二、理论背景和相关实证研究综述

理论上对集聚经济的研究一开始主要是描述性的分析３，传统的分析将集
聚经济分为三类：内部规模经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ｅ）、行业内经济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城市化经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内部规模经
济是指企业通过在某个地方扩大生产降低单位成本。这种成本的降低可以通
过劳动力的可分性实现，重复的劳动能提高技能，从而降低成本（Ｓｍｉｔｈ，

１７７６）；还能通过不可分的投入实现，这种投入往往存在一个最低有效规模，

规模越大，产出和效率越高。行业内经济是指同一产业中的许多企业聚集于
同一城市区域，通过共享基础设施、交流技术知识、劳动力有效流动等（Ｍａｒ－
ｓｈａｌｌ，１８９０）降低单个企业的成本，这种规模经济对单个厂商来说是外部的，

但对行业来说为内部规模经济，行业规模的扩大能降低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

这种规模经济后来也被称为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Ａｒｒｏｗ－Ｒｏｍｅｒ４外部性。城市化经济对于
企业和产业而言都是外部经济。城市化经济使得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在大范
围内得到共享，这种共享有效地降低了城市区域内的所有企业的成本，使得
那些小型企业有条件从事专业化生产或专业化服务（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ｎｂｅｒｇ，

１９８４）。这也正是后来Ｊａｃｏｂｓ（１９７０）５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产业间的知识外部
性刺激了经济发展。我们关注的城市规模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指的其实
就是理论中提到的城市化经济。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ｇａ（２００４）从理论上对集聚效
应的微观机制进行了很好的阐述。

３　Ｏｈｌｉｎ（１９３５）定义了这三种类型的集聚经济；Ｓｍｉｔｈ（１７７６）、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８９０）讨论过城市对工业发展的有
利条件，主要强调内部规模经济和行业内经济，但未具体分类。
４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８９０）、Ａｒｒｏｗ（１９６２）、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提出同一产业的企业聚集在同一城市能产生产业内的知
识外部性，从而促进企业和城市的经济发展。
５　Ｊａｃｏｂｓ（１９７０）认为不同产业的企业聚集在同一城市能产生产业外的知识外部性，促进经济发展。
６ 潘佐红、张帆，“中国的城市生产率”，载陈甬军、陈爱民主编《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在对城市集聚经济的实证检验中，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２００４）对集聚经
济的实证研究有一个非常好的综述。在研究城市规模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方
面，Ｓｖｅｉｋａｕｓｋａｓ（１９７５）、Ｓｅｇａｌ（１９７６）、Ｍｏｏｍａｗ（１９８１）对这种集聚经济的存
在进行了验证，研究得出城市人口增加１倍，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２．７％—

８％。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１９８５）和Ｆｅｓｅｒ（２００１）也研究得出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是正
相关的。潘佐红和张帆（２００２）６利用中国１９９５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企业数
据，挑选了２００个主要城市２８个行业的１２０　１６４家企业，利用 Ｃ－Ｄ、ＣＥＳ、

Ｔｒａｎｓ－ｌｏｇ三种生产函数形式得到的城市规模经济效应较明显，从三种函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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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估计出的系数平均值来看，城市人口增加１倍，劳动生产率增加８．６％。吉
昱华等（２００４）７使用２００１年中国地级市数据，发现部门对应的就业量代表的
行业内经济在工业部门中并不明显，但在第二、三产业中显著。刘修岩
（２０１０）８采用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用城市的非农就业密度衡量
城市的集聚水平，发现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一个地区的就业密度和公
共基础设施对城市非农劳动生产率都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在忽略城市公共基
础设施的情况下，集聚经济的估计值明显偏高。

７ 吉昱华、蔡跃洲、杨克泉，“中国城市集聚效益实证分析”，《管理世界》，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６７—７４页。
８ 刘修岩，“集聚经济、公共基础设施与劳动生产率———来自中国城市动态面板数据的证据”，《财经研
究》，２０１０年第３６卷第５期，第９１—１０１页。
９ 王小鲁、夏小林，“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经济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９期，第２２—２９页。

在研究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时，上述文献只关注两者之间的线
性关系，即是否规模越大的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也越高。但从理论上来说，城
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更可能是一种倒 Ｕ 形的关系（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７４；

Ｈｅｌｓｌｅ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１９９０；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９），一方面，人口在
某一城市不断聚集和增加，人们可以分享知识、相互学习、共用投入品，劳
动力的聚集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的概率和质量，企业生产也存在外部性，

由此产生的集聚经济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当人口规模越来越大，

城市中的交通成本和租金成本上升，这些成本的上升会限制城市规模的不断
增大。当人口增加带来的成本等于收益时，城市规模达到最优，在最优规模
的左边，成本还比较小，单位产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增加，而在最优规
模的右边，规模增加带来拥挤效应而产生的成本超过了城市规模增加带来的
收益的增加，单位产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而降低。在实证上考虑这种倒 Ｕ
形的关系时，Ｋａｗａｓｈｉｍａ（１９７５）和Ｃａｒｌｉｎｏ（１９８２）在回归中引入人口的二次项，

利用美国城市的制造业数据研究得出最优的城市规模，王小鲁和夏小林
（１９９９）９利用中国城市数据估计城市规模收益函数和外部成本函数，发现中国
不同规模的城市具有不同程度的聚集效应和外部成本，规模在１００万至４００
万人的大城市净规模收益最高。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通过建立模型得出
劳动力与每单位劳动产出的非线性关系，他们利用中国１９９７年的城市数据对
模型推导出的结构性方程进行估计，得到两者的倒 Ｕ形曲线，发现由于存在
严格的人口流动限制，中国大部分城市是被低估的，这会导致较大的收入
损失。

在与本文比较相关的使用中国城市数据的文献中，王小鲁和夏小林
（１９９９）、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使用的数据较早，并且王小鲁和夏小林
（１９９９）在估计时没有考虑内生性的问题。刘修岩（２０１０）关注的是非农就业对
非农产业生产率的影响，而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自１９９７年后就没有公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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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就业量，只公布了单位从业人员分三大产业的就业状况，因此，只利用单
位从业人员的非农就业量，就业数据中就遗漏了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
这会影响最终的计量结果，我们对就业数据及其他变量的处理会在第三部分
详细说明。本文将利用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为尽
量处理内生性问题，采用固定效应、差分ＧＭＭ、系统ＧＭＭ 三种回归方法，
并采用两种ＩＶ方法对比分析城市规模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三、计量模型和相关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文献中一般利用生产函数估计集聚经济（Ｓｅｇａｌ，１９７６；Ｍｏｏｍａｗ，１９８１；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１９８５；Ｌａ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假设城市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
式，要素投入包括资本（Ｋ）和劳动（Ｌ）。但直接对生产函数进行估计，把每个
城市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忽略了城市之间的联系。为了引入城市之间的
联系，我们进行如下推导。
假设经济中有ｎ个城市，每个城市生产一种最终消费品，每一种类的最

终消费品只在一个城市生产。下面我们将分析消费者和生产者面临的最大化
问题，推导出计量模型。

消费者消费每个城市生产的不同产品，效用函数为Ｕ ＝∫ｙｔ（ｉ）
σ－１
σ（ ）ｄｉ

σ
σ－１

（σ＞１），其中ｙｔ（ｉ）为来自ｔ城市生产的产品的消费量，σ为任意两种产品的
替代弹性。

ｖ城市的收入用于消费，面临的约束条件为Ｅｖ ＝∑
ｎ

ｔ＝１
ｙｔ（ｉ）ｐｔｖ，其中Ｅｖ 为

ｖ城市居民的全部收入，ｐｔｖ为ｖ城市消费的产自ｔ城市的产品价格，假设产品
从ｔ城市运到ｖ城市存在运输成本（ｉｃｅｂｅｒｇ　ｃｏｓｔ），产品出厂价格为ｐｔ，消费
价格为ｐｔｖ＝ｐｔ×τｔｖ，τｔｖ为运输成本（τｔｖ＞１）。

ｖ城市消费者面临的最优化问题为：

ｍａｘ　Ｕ ＝∫ｙｔ（ｉ）
σ－１
σ（ ）ｄｉ

σ
σ－１

ｓ．ｔ．Ｅｖ ＝∑
ｎ

ｔ＝１
ｙｔ（ｉ）ｐｔｖｄｉ．

（１）

　　选择每类产品的消费量，利用一阶条件可以得到ｖ城市消费的产自不同
城市（ｓ、ｔ）的产品产量和价格的关系：

ｐｔｖ
ｐｓｖ ＝

ｙｔ
ｙ（ ）ｓ

－１σ
ｙｔ＝ ｐｔｖ

ｐ（ ）ｓｖ

－σ

ｙ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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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２）式代入ｖ城市的消费者约束方程：

Ｅｖ ＝∑
ｎ

ｔ＝１
ｓｔ ｐｔｖｐ（ ）ｓｖ

－σ

ｙｓｐｔｖ ＝∑
ｎ

ｔ＝１
ｓｔ ｐｔτ（ ）ｔｖ １－σ（ｐｓτｓｖ）σｙｓ． （３）

　　由（３）式可得ｖ城市消费的由ｓ城市生产的产品为：

ｙｓ ＝ Ｅｖ

（ｐｓτｓｖ）σ∑
ｎ

ｔ＝１
ｓｔ（ｐｔτｔｖ）１－σ

＝ Ｅｖ
（ｐｓτｓｖ）σＩｖ

，　Ｉｖ ＝∑
ｎ

ｔ＝１
ｓｔ（ｐｔτｔｖ）１－σ． （４）

（４）式中Ｉｖ 可以看成是一个价格指数。由于存在运输成本，ｓ城市实际生
产的产出为：

ｙ′ｓ ＝ｙｓτｓｖ ＝ Ｅｖ
（ｐｓ）σ（τｓｖ）σ－１Ｉｖ

． （５）

　　对于ｓ城市的生产者来说，其生产的全部产品为每个城市消费的产品
之和：

珔ｙｓ ＝∑
ｎ

ｖ＝１
ｙ′ｓ ＝∑

ｎ

ｖ＝１

Ｅｖ
（ｐｓ）σ（τｓｖ）σ－１Ｉｖ

＝ １
（ｐｓ）σ∑

ｎ

ｖ＝１

Ｅｖ
（τｓｖ）σ－１Ｉｖ

． （６）

　　由（６）式可得，在ｓ城市生产的产品的出厂价为：

ｐｓ ＝ ＭＰ
１
σｓ ｙｓ－

１
σ，　ＭＰｓ ＝∑

ｎ

ｖ＝１

Ｅｖ
（τｓｖ）σ－１Ｉｖ

， （７）

其中，ＭＰｓ为城市ｓ的市场潜力，是指城市面对的整个市场需求，包括城市
本身的居民消费带来的需求，以及其他城市居民消费带来的需求。在实证部
分我们会解释如何构造这一变量。
生产方面，我们假设城市生产技术为ｙｉ＝ｙｉ－ｃ＝Ａｇ（Ｎ）ＫαｉＬβｉ－ｃ（α＋β＝

１），其中ｙｉ为总产出；ｙｉ为考虑固定成本后的产出；ｃ为每生产ｙｉ 单位的产
品所需要的固定成本；Ａ为影响生产的其他因素；ｋｉ、ｌｉ 分别代表城市ｉ生产
某一种类产品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假设城市中总资本和劳动为Ｋｉ、Ｌｉ，每
种产品的生产都是对称的，Ｋｉ＝ｓｉｋｉ、Ｌｉ＝ｓｉｌｉ；ｇ为关于人口Ｎ 的函数，参
照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１９８５）的假设，假定ｇ的形式为ｇ（Ｎ）＝δＮε。
生产企业最大化其利润：

ｍａｘ　ｐｉ［ＡδＮεｋαｉｌβｉ－ｃ］－ｗｌｉ－ｒｋｉ， （８）

其中：ｗ、ｒ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价格，将（７）式得到的消费价格代入（８）式，
生产者选择最优的要素投入可得：

ＭＰ
１
σｙ （ｙｉ－ｃ）－

１
σ
σ－１（ ）σ βｙｉ

ｌｉ ＝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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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Ｐ
１
σ （ｙｉ－ｃ）－

１
σ
σ－１（ ）σ αｙｉ

ｋｉ ＝ｒ． （１０）

　　将得到的一阶条件代入利润方程（８），生产者利润最终为０，可得ｙ＝σｃ，即

ｃ＝ｙ／σ． （１１）

　　劳动力市场出清，城市的总劳动力为生产所有种类最终品使用的劳动力之和：

Ｌｉ＝ｓｉｌｉ． （１２）

　　将（１０）、（１１）、（１２）代入生产函数可得：

ｙｉ＝ＡδＮεｉｋαｉｌβｉ ＝ＡδＮεｉ
Ｋｉ
ｓ（ ）ｉ

α Ｌｉ
ｓ（ ）ｉ

β
，

ｓｉ＝ＡδＮεｉＫαｉＬβｉ／ｙｉ． （１３）

　　利用（１０）、（１３）可得一个城市的产出：

Ｙｉ＝ｐｉｙｉｓｉ ＝ ＭＰ
１
σ
ｉ ｙｉ

１－１σｓｉ＝ ＭＰ
１
σ
ｉ （ｙｉ－ｃ）

１－１σＡδＮεｉＫαｉＬβｉ／ｙｉ

＝Ａδ（σ－１）（σ－１）／σσ－１ｃ－１／σＮε１ＭＰ
１
σ
ｉＫ

α
ｉＬβｉ． （１４）

　　每单位劳动的产出为：

Ｙｉ
Ｌｉ ＝

Ａδ（σ－１）（σ－１）／σσ－１ｃ－１／σＮε１ＭＰ
１
σ
ｉＫ

α
ｉＬβ－１ｉ

＝Ａδ（σ－１）（σ－１）／σσ－１ｃ－１／σＮεｉＭＰ
１
σ
ｉ
Ｋｉ
Ｌ（ ）ｉ

α

． （１５）

　　 （１５）式两边取对数：

ｌｎＹｉＬ（ ）ｉ ＝α０＋α１ｌｎＮ＋α２ｌｎＫｉＬｉ ＋α３ｌｎＭＰｉ＋α４ｌｎＡ． （１６）

（１６）式为基本的回归模型，其中Ｎ 是我们关注的主要解释变量，表示在
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加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程度。在影响
城市生产的其他因素中，我们加入下面一些变量：人力资本是影响城市生产
效率的重要因素（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０），我们引入每万劳动力拥有的普通高等学校
在校生的对数（ｌｎｓｔｕｄｅｎｔ），用来代表城市的人力资本；考虑到公共基础设施
是能直接影响城市有效运行并且能被生产者共同分享的投入品，它的忽略可
能会导致估计出现偏差（Ｍｅｒａ，１９７３；Ｍｏｏｍａｗ，１９８３；Ｌａ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刘修岩，２０１０），因此在（１６）式的基础上加入代表公共基础设施的变量，代表
城市基础设施的指标有很多，比如用电量、货运量等，但这些变量与经济发
展是密切相关的，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因此在选取基础设施的代表变量时，
我们尽量选取内生性较弱的变量。我们引入每单位劳动拥有的城市道路面积
（ｒｏａｄ）和建成区绿化面积覆盖率（ｇｒｅｅｎ）两个变量。此外，城市的产业结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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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且城市的产业不同，面临的集聚效应也
不同，从而城市规模也不同，产业结构既与城市规模相关，又与劳动生产率
相关，我们引入第二产业ＧＤＰ比重（ｓｐｒｏｐ）、第三产业ＧＤＰ比重（ｔｐｒｏｐ）、第
二与三产业ＧＤＰ之比（ｍｓ）这三个变量。类似地，政府规模也可能同时影响城
市规模和城市劳动生产率，引入政府预算内收入（ｌｎｇｏｖｉｎｃｏｍｅ）代表政府规
模。与此同时，控制城市的土地面积，用建成区面积（ｌｎｌ）代表。
改进后的计量模型为：

ｌｎＹｉｔＬ（ ）ｉｔ ＝α０＋α１ｌｎＮｉｔ＋α２ｌｎｋｉｔ＋α３ｌｎ　ＭＰｉｔ＋α４ｌｎｌｉｔ＋α５ｒｏａｄｉｔ
＋α６ｇｒｅｅｎｉｔ＋α７ｓｐｒｏｐｉｔ＋α８ｔｐｒｏｐｉｔ＋α９ｍｓｉｔ
＋α１０ｌｎｇｏｖｉｎｃｏｍｅｉｔ＋α１１ｌ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ｉｔ＋μｉ＋λｔ＋ηｉｔ， （１７）

其中：μｉ表示与城市相关的未观测因素，用以控制城市中不被观察到、不依
时间变化的差异；λｔ代表时间效应，用以控制各城市共同面临的经济环境的
变化；η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这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会受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一
个是不可观测的城市固定效应，虽然固定效应模型能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不
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但还存在由其他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内生
性问题以及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联立内生性问题。比如当期城市生
产率可能会影响下一期的人口，生产率越高、发展越好的城市可能吸引更多
的人流入，这些会导致混合ＯＬＳ和固定效应的估计有偏差。而弄清这些影响
的各种来源、具体界定及度量都是困难的，引入生产率的滞后项可以综合这
些因素，消除未引入滞后项时解释变量与残差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因此，我
们引入生产率的一期滞后项，这种滞后因变量的引入使得模型（１７）成为典型
的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的动态模型为：

ｌｎＹｉｔＬ（ ）ｉｔ ＝α０＋α１ｌｎＮｉｔ＋α２ｌｎｋｉｔ＋α３ｌｎ　ＭＰｉｔ＋α４ｌｎｌｉｔ＋α５ｒｏａｄｉｔ＋α６ｇｒｅｅｎｉｔ
＋α７ｓｐｒｏｐｉｔ＋α８ｔｐｒｏｐｉｔ＋α９ｍｓｉｔ＋α１０ｌｎ　ｇｏｖｉｎｃｏｍｅｉｔ＋α１１ｌ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ｉｔ

＋α１２ｌｎ
Ｙｉｔ－１
Ｌｉｔ－（ ）１ ＋μｉ＋λｔ＋ηｉｔ． （１８）

　　针对动态模型，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ａｎｄ　Ｂｏｎｄ（１９９１）提出了差分ＧＭＭ 方法，利用
因变量滞后两期及以上的变量和严格外生的自变量的差分项作为工具变量，
在不使用外部工具变量的情况下解决内生性问题，但差分ＧＭＭ 通常存在弱
工具性问题，在实际回归中常出现Ｓａｒｇａｎ检验显著拒绝的情形，对此，Ｂｌｕｎ－
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Ｂｏｎｄ（１９９８）提出系统ＧＭＭ方法，同时利用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通
过增加矩条件提高估计效率。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将同时采用并报告固定效应、差分 ＧＭＭ、系统

ＧＭＭ的结果，进行模型结果对比分析。对于差分ＧＭＭ 和系统ＧＭＭ 的估
计，我们报告三项检验统计指标：Ｓａｒｇａｎ检验对应的统计值和Ｐ值、Ａ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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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２）。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用于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由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经
常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Ｓａｒｇａｎ检验难以在正常的显著水平下通过。１０　ＡＲ（１）
和ＡＲ（２）用于检验残差中是否有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ＧＭＭ 估计的一致性
要求差分残差的二阶序列不相关。

（二）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我们使用年
鉴中市辖区的统计数据，即包括城区和郊区的城市主体区域。总样本中包含
２８７个地级及地级以上的城市，为了尽可能包含更多的城市，通过各省、市、
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尽可能补充缺失的数据，剔除个别数据缺失的城市，最终
整理出除西藏以外的３０个省、市、自治区的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其
中有４个直辖市、１５个副省级市、２６７个地级市。分不同地区来看，有１０１
个东部城市、１１０个中部城市、７５个西部城市，需要注意的是这段时间跨度
中有新的地级市产生（２０００年有２８４个城市，２００９年有２８６个城市），为了包
含更多的信息，我们使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１１。

１０ 应用该模型方法的几乎所有文献的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统计量的Ｐ值都不是很大，介于０．０１和０．２之间，参
见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ａｎｄ　Ｂｏｎｄ（１９９１），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１１ 如果整理成一个面板数据，对结论影响不大。另外，在这个时间段内，有少部分城市的行政区划有变
化，比如城市的县或县级市调整到市辖区，我们剔除城市市辖区土地面积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间变化超过
５％的城市样本后有２３０个城市，利用这个样本重新回归对本文的结果影响不大。

本文关注的被解释变量为每单位劳动的产出，为地区生产总值除以劳动
力，劳动力为各城市单位从业人员数加上城市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
解释变量中，城市人口是各城市的全部常住人口，该数据来自各省及城市的
统计年鉴，这是我们关注的主要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用每万劳动力拥有的普
通高校在校生表示，有个别城市的普通高校在校生数为０，取对数后的值不存
在，在处理时，对数后不存在的值取为０；资本用每单位劳动的固定资产投资
额表示；土地面积用城市的建成区面积表示；基础设施用每单位劳动的城市
道路面积、建成区绿化面积覆盖率表示；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ＧＤＰ比重、第
三产业ＧＤＰ比重、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ＧＰＤ之比表示；政府规模用每单位
劳动的城市地方财政的预算内收入表示。每单位劳动的总产出、每单位劳动的
财政收入用ＧＤＰ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平减指数通过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地
区ＧＤＰ指数计算，固定资产投资额利用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价格指数处理，与货币因素相关的变量均处理成以１９９９年为基期的可比数。

我们还需要构造市场潜力（ｌｎ　ＭＰｓ），根据模型推导出ＭＰｓ ＝∑
ｎ

ｖ＝１

Ｅｖ
（τｓｖ）σ－１Ｉｖ

，参

照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对该指标的做法：用全市ＧＤＰ代表各个城市的收入
Ｅｖ；交通成本的函数为τｓｔ＝Ａｄνｓｔ（ｖ＝０．８２），ｄｓｔ为城市ｓ到城市ｔ的距离。为
得到Ａ，设Ａｄ０．８２ｓｓ ＝１，ｄｓｓ为城市内部距离，考虑大小不变的圆形城市，ｄｓｓ为一
个城市中居民到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为城市半径的２／３，它与城市面积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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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ｄｓｓ＝２／３π－０．５ａｒｅａ０．５ｓ ，另外将Ｉｖ 标准化为１。利用城市的土地面积得到
ｄｓｓ和Ａ，利用Ｇｏｏｇｌｅ地图查找任意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ｄｓｔ，利用公式 ＭＰｓ ＝

∑
ｎ

ｖ＝１

Ｅｖ
Ａｄ０．８２ｓｖ
得出每个城市的市场潜力ｌｎ　ＭＰ。变量描述统计数据见表１。

表１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ｇｄｐ／Ｌ）（劳动生产率） １９９７　 １１．２２８７７　 ０．４４９６９５１　 ９．１５００４　 １２．９０６１２
ｌｎｐｏｐ（常住人口） １９９７　 ５．８２９０６　 ０．６９５６１８６　 ２．８４６０７１　 ７．９５８２２７
ｌｎｍｐ（市场潜力） １９９７　 ８．９１２５１２　 ０．４７６４３１３　 ７．４２８７６７　 １０．４２６３６
ｌｎｋ（资本） １９９７　 １０．５９００３　 ０．５８７９０８　 ７．６９０２３２　 １２．７６５９９
ｌｎｌ（土地面积） １９９７　 ４．０９９３０１　 ０．８５０００５５　 １．６０９４３８　 ８．０９７７３１
ｌｎｓｔｕｄｅｎｔ（人力资本） １９９７　 ６．６７３１０９　 １．４１０８９５　 ０　 ８．９７９４４５
ｒｏａｄ（道路面积） １９９７　 ３３．３７２９８　 ２２．１８３９８　 ０．３２４６７５４　 ４６５．０１６２

ｇｒｅｅｎ（绿化面积覆盖率） １９９７　 ３３．４８２２３　 ９．８３２０１９　 ０．８３　 ９１．０３
ｓｐｒｏｐ（第二产业ＧＤＰ比重） １９９７　 ５０．３９６５７　 １２．８６１４４ 　８．０５　 ９０．９７
ｔｐｒｏｐ（第三产业ＧＤＰ比重） １９９７　 ４１．２１４５３　 １０．５４９２４ 　８．５８　 ８０．８９
ｍｓ（二、三产业ＧＤＰ之比） １９９７　 １．４１８４７７　 ０．９８５０８５８　 ０．２０２２５　 １０．６０２５６
ｌｎｇｏｖｉｎｃｏｍｅ（财政收入） １９９７　 ８．３７０５４８　 ０．７０９７１５５　 ４．８４９１５１　 １０．３９５８４

　　资料来源：除常住人口外，变量数据均来自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人口数据来自各省
或城市的统计年鉴，个别缺失的数据通过到对应省或城市的统计年鉴找寻和补充，ＧＤＰ指数和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指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四、计量结果分析

（一）城市规模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我们用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研究这样一个问
题：是否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即城市中是否存在集聚效
应。表２报告了模型的估计结果，第 （１）列为控制相关变量后对中国地级及
地区以上城市的混合ＯＬＳ的回归结果，我们关注的人口变量前的系数显著为
正。ＯＬＳ回归未控制城市固定效应，这种被忽略的固定效应可能带来内生性
问题，从而导致估计有偏，因此，我们进行第 （２）列的固定效应回归。控制
了城市效应后，人口变量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但固定效应的估计还存在
两方面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模型可能受随时间改变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
响而存在内生性；另一方面，城市人口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人
口越多的城市因为规模经济的作用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劳动生产
率越高的城市会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其他解释变量也存在类似问题，解释
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这种联立内生性关系可能导致固定效应估计产生偏

误。为处理这两种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差分ＧＭＭ 和系统ＧＭＭ 方法重新
估计，回归结果如表２第（３）列和第（４）列所示，人口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为
正。由于两种ＧＭＭ估计方法下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没有通过，为了得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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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的估计结果，我们将２０００年的城市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利用２００９年的
数据进行ＩＶ估计。在回归时，将所有的变量看成是内生变量，用这些变量对
应的２０００年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同时把城市所处区域的虚拟变量（中部、西
部）作为工具变量，通过检验，工具变量满足两个有效性的条件（工具变量与
内生变量相关但与残差不相关），城市规模的估计仍不显著为正。

表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的关系

ｌｎ（ｇｄｐ／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ＯＬＳ　 ＦＥ　 ＤＧＭＭ　 ＳＧＭＭ　 ＩＶ

ｌｎｐｏｐ　 ０．０１８８＊ 　０．１６９＊＊＊ 　０．１６５＊＊＊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９４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６）

ｌｎｍｐ　 ０．０４２２＊＊ ０．１９７＊＊＊ ０．０００９５８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７９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６） （０．１３）

ｌｎｋ　 ０．２６９＊＊＊ ０．２７０＊＊＊ ０．２０３＊＊＊ ０．１７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４６）

ｌｎｌ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００２０７ －０．００８３７　 ０．０３３９＊＊＊ －０．００７７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１）

ｌｎｓｔｕｄｅｎｔ　 ０．００３１４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３８１＊＊＊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５２）

ｒｏａｄ　 ０．００１８２＊＊＊ ０．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１１８＊＊＊ ０．００１３９＊＊＊ －０．００２７３
（０．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２１） （０．０１０）

ｇｒｅｅｎ　 ０．００３０４＊＊＊ －０．０００２０５ －０．０００７９３ －０．０００７０７ －０．００６９０
（０．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０４８） （０．０１２）

ｓｐｒｏｐ －０．００９２１＊＊＊ ０．００１９３ －０．００３３８＊＊ －０．００３３４＊＊＊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ｔｐｒｏｐ －０．００７７２＊＊＊ ０．００４２３＊＊ ０．００２４２　 ０．０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０４６５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ｍｓ　 ０．１１６＊＊＊ ０．０５９２＊＊＊ ０．０７６５＊＊＊ ０．０８２６＊＊＊ ０．４２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４） （０．１５）

ｌｎｇｏｖｉｎｃｏｍｅ　 ０．２５５＊＊＊ ０．２１８＊＊＊ ０．１８０＊＊＊ ０．１５１＊＊＊ ０．５２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４） （０．２１）

Ｌ．ｌｎ（ｇｄｐ／Ｌ） ０．２８８＊＊＊ ０．３８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００６＊＊＊ ３．１８０＊＊＊ ３．１１６＊＊＊ ３．６２２＊＊＊ ５．３６８
（０．２１） （０．５４） （０．２９） （０．１７） （４．１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７　 １９７１　 １９９０　 ２６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６３　 ０．７２ — — ０．４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ｄ　 ２８６　 ２８６　 ２８６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９５４．０６２９　 １２２９．１０２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ＡＲ（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ＡＲ（２） ０．９００４　 ０．８０３１

　　注：括号中数值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所有回归都控制了时
间虚拟变量；ＯＬＳ和固定效应为对方程（１７）的估计，ＤＧＭＭ、ＳＧＭＭ为对方程（１８）的估计，在估计时，将
所有解释变量看成是内生变量；一阶、二阶序列相关检验ＡＲ（１）和ＡＲ（２）报告的是Ｐ值；工具变量有效
性检验的Ｓａｒｇａｎ检验报告了相应的统计值和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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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规模对单位产出的影响看，其他类似的研究中，Ｓｖｅｉｋａｕｓｋａｓ
（１９７５）、Ｓｅｇａｌ（１９７６）、Ｍｏｏｍａｗ（１９８１）基于美国数据得到这一效应在

２．７％—８％，而在研究中国城市集聚效应的文献中，潘佐红和张帆（２００２）利
用１９９５年工业普查企业层面的数据对各个行业分析得到的８．６％，吉昱华等
（２００４）利用２００１年地级市二、三产业的数据得到１０％的估计结果。我们的分
析结果并没有发现显著的集聚效应，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以上这些研究的时间
较早，处于城市的发展初期，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收益要大于成本。此外，

潘佐红和张帆（２００２）、吉昱华（２００４）只利用了一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我
们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面板数据能结合许多不同个体在不同时间的连续
观察，改进估计的有效性，也能更好地研究经济行为的变化；潘佐红等
（２００２）只是根据生产函数进行了简单的估计，没有考虑其他变量如资本、企
业所处城市的特征，因此，我们的估计结果也更可靠。在后面部分我们会考
虑估计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率的倒Ｕ形关系。

代表公共基础设施、产业结构、政府规模、资本、人力资本的变量对城
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１）—（４）估计方法下显著为正，表明公共基础设施作
为不支付、可共享的生产要素，可能通过提高其他投入的生产率来提高城市
的劳动生产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提高了城市的资本存量，资本要素投入
的增加、人力资本的提高、合理的产业结构都有利于单位产出的提高。但在

ＩＶ方法下，一些变量的影响变得不显著，只有政府规模、二、三产业比重对
单位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市场潜力、土地面积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表
现出显著为正的影响。

（二）城市规模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倒Ｕ形曲线关系

人口越来越多地集聚在城市，即城市规模越大，城市每单位劳动的产出
也会越多，Ｄｕｒａｎ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ｇａ（２００３）从理论上对这种集聚效应的微观机制有
一个很好的阐述，实证上许多学者也为集聚经济的存在提供了大量的验证。

前一小节中我们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验证，并没有发现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
的城市中存在这种集聚效应，城市规模的增大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生产率的提
高。从现实来看，在超大型的城市中，物价更高，地价和房价也更贵，交通
成本也越高，这些成本的上升会限制城市人口的持续膨胀。对此，一些学者
提出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是一种倒 Ｕ形关系，在最优规模的左边，成
本还比较小，单位产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增大，而在最优规模的右边，

规模增加带来拥挤效应而产生的成本超过了城市规模增加带来的收益的增加，

单位产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而降低。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引入人
口的二次项，分析城市规模与每单位劳动产出的倒 Ｕ形关系。相应地，计量
模型（１７）和（１８）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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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ＹｉｔＬ（ ）ｉｔ ＝α０＋α１ｌｎＮｉｔ＋α２（ｌｎＮｉｔ）２＋α３ｌｎｋｉｔ＋α４ｌｎ　ＭＰｉｔ＋α５ｌｎｌｉｔ
＋α６ｒｏａｄｉｔ＋α７ｇｒｅｅｎｉｔ＋α８ｓｐｒｏｐｉｔ＋α９ｔｐｒｏｐｉｔ＋α１０ｍｓｉｔ
＋α１１ｌｎｇｏｖｉｎｃｏｍｅｉｔ＋α１２ｌ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ｉｔ＋μｉ＋λｔ＋ηｉｔ． （１９）

ｌｎＹｉｔＬ（ ）ｉｔ ＝α０＋α１ｌｎＮｉｔ＋α２（ｌｎＮｉｔ）２＋α３ｌｎｋｉｔ＋α４ｌｎ　ＭＰｉｔ＋α５ｌｎｌｉｔ＋α６ｒｏａｄｉｔ
＋α７ｇｒｅｅｎｉｔ＋α８ｓｐｒｏｐｉｔ＋α９ｔｐｒｏｐｉｔ＋α１０ｍｓｉｔ＋α１１ｌｎｇｏｖｉｎｃｏｍｅｉｔ

＋α１２ｌ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ｉｔ＋α１３ｌｎ
Ｙｉｔ－１
Ｌｉｔ－（ ）１ ＋μｉ＋λｔ＋ηｉｔ． （２０）

　　表３报告了加入人口二次项后的估计结果。人口的系数为正，其平方项
系数为负，在不同回归方法下，基本都在１％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由于两
种ＧＭＭ估计方法下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没有通过，为了得到更可信的估计
结果，我们将２０００年的城市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利用２００９年的数据进行估
计。在回归时，将所有的变量看成是内生变量，用这些变量对应的２０００年数
据作为工具变量，同时把城市所处区域的虚拟变量（中部、西部）作为工具变
量，通过检验，工具变量满足两个有效性的条件（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但
与残差不相关）。估计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对每单位劳动力产出的影响是一种倒

Ｕ形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稳健、可靠的。１２

１２ 在固定效应、差分ＧＭＭ、系统ＧＭＭ三种方法下将各个变量逐个加入回归的稳健性检验下，城市规模
与劳动生产率的倒Ｕ形关系仍是显著存在的，结合之后的ＩＶ估计，说明这种倒Ｕ形关系是比较稳键、可
靠的。

表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的非线性关系

ｌｎ（ｇｄｐ／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ＯＬＳ　 ＦＥ　 ＤＧＭＭ　 ＳＧＭＭ　 ＩＶ

ｌｎｐｏｐ　 ０．５９６＊＊＊ １．３８４＊＊＊ ０．９６７＊＊＊ ０．１８８＊ ０．８７３＊

（０．０９３） （０．４４） （０．３４） （０．１１） （０．５０）

（ｌｎｐｏｐ）２ －０．０５１３＊＊＊ －０．１２６＊＊＊ －０．０８３３＊＊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６９５＊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１）

ｌｎｍｐ　 ０．０３９３＊ ０．１９０＊＊＊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３４１　 ０．１０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６） （０．１４）

ｌｎｋ　 ０．２７３＊＊＊ ０．２６９＊＊＊ ０．２０５＊＊＊ ０．１７５＊＊＊ ０．００９６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０） （０．４９）

ｌｎｌ　 ０．０６２３＊＊＊ ０．００１３５ －０．００２３２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８）

ｌｎｓｔｕｄｅｎｔ　 ０．００２５９　 ０．０４４５＊＊＊ ０．０３９１＊＊＊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２３９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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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ｌｎ（ｇｄｐ／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ＯＬＳ　 ＦＥ　 ＤＧＭＭ　 ＳＧＭＭ　 ＩＶ

ｒｏａｄ　 ０．００１８５＊＊＊ ０．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１４６＊＊＊ －０．００４３４
（０．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２１） （０．０１１）

ｇｒｅｅｎ　 ０．００２９１＊＊＊ －０．０００２０４ －０．０００６２８ －０．０００８４４＊ －０．００８３６
（０．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４７） （０．０１２）

ｓｐｒｏｐ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１３１ －０．００３６３＊＊ －０．００２４８＊＊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ｔｐｒｏｐ －０．００７５０＊＊＊ ０．００３８７＊＊ ０．００２２３　 ０．００００３８０ －０．００３２２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１８）

ｍｓ　 ０．１４０＊＊＊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７５４＊＊＊ ０．０７２０＊＊＊ ０．４４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１） （０．１６）

ｌｎｇｏｖｉｎｃｏｍｅ　 ０．２５７＊＊＊ ０．２１５＊＊＊ ０．１８０＊＊＊ ０．１５４＊＊＊ ０．５３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３） （０．２２）

Ｌ．ｌｎ（ｇｄｐ／Ｌ） ０．２７７＊＊＊ ０．３７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３４０＊＊＊ ０．５７３　 １．３０４　 ３．０９３＊＊＊ ４．１５０
（０．３４） （１．０９） （０．８４） （０．３２） （４．４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７　 １９７１　 １９９０　 ２６０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ｄ　 ０．６４　 ０．７３ — — ０．３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２８６　 ２８６　 ２８６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１０２１．８２３　 １３４１．６６４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ＡＲ（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ＡＲ（２） ０．８８１８　 ０．８０２２

　　注：括号中数值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所有回归都控制了时
间虚拟变量；固定效应为对方程（１９）的估计，ＤＧＭＭ、ＳＧＭＭ为对方程（２０）的估计，在估计时，将所有解
释变量看成是内生变量；一阶、二阶序列相关检验ＡＲ（１）和ＡＲ（２）报告的是Ｐ值；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
的Ｓａｒｇａｎ检验报告了相应的统计值和Ｐ值。

１３ 具体推导参见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

更进一步地，我们借鉴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的估计方法１３，将１９９０
年的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利用２００９年的城市数据进行估计。将其理论推导得
到的结构性方程进行泰勒展开得到回归方程：

ｌｎ（ＶＡ／Ｌ）＝ｌｎＡ＋α１ｌｎ　ＭＰ＋αｌｎ（Ｋ／Ｌ）＋　　　　　　
［ａ１Ｎ－ａ２Ｎ２－ａ３Ｎ×ｍｓ＋ａ４ｍｓ＋ａ５ｍｓ２］， （２１）

其中：ＶＡ／Ｌ为非农部门每单位劳动的产出，Ａ包含影响产出的其他因素，如人
力资本、利用外资情况，分别用每万劳动力拥有的普通高校在校生数
（ｌ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２００９年每单位非农劳动拥有的累计实际外资利用额（ｆｄｉ）表示，ＭＰ
为前面定义的市场潜力，Ｎ为城市规模，ｍｓ为第二、三产业ＧＤＰ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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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２１）式可得最优的人口规模：

Ｎ＊ ＝ａ１－ａ３ｍｓ２ａ２
． （２２）

　　在回归时，将所有的变量看成是内生变量，用１９９０年的数据作为工具变
量。内生变量中资本、ｍｓ、ｍｓ２、ｆｄｉ、ｌｎｓｔｕｄｅｎｔ利用其对应的１９９０年的数据
作为工具变量，Ｎ、Ｎ２、ｍｓ×Ｎ 利用１９９０年的土地面积、土地面积的平方、

ｍｓ与土地面积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同时把１９９０年城市的人均图书拥有
量、人均医生拥有量、每１００人拥有的电话数、人均道路面积的对数、所处
区域的虚拟变量（中部、西部）、第一产业ＧＤＰ所占比重、ＦＤＩ为０的虚拟变
量、规模以上企业销售额对数等作为工具变量。１９９０年的数据来自 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共有２０５个城市。

表４　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的非线性关系的另一种估计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ｎｎｏｎｇｄｐｐｅｒ

ｌｎ（Ｋ／Ｌ） ０．５５９＊＊＊

（０．１７）

Ｎ ０．００２６１＊

（０．００１３）

Ｎ２ －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８＊＊

（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４）

ｍｓ×Ｎ －０．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０６６）

ｍｓ　 ０．９９８＊

（０．５９）

ｍｓ２ －０．１３９
（０．１２）

ｆｄｉ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７＊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

ｌｎｍｐ －０．０１０７
（０．２８）

ｌｎｓｔｕｄｅｎｔ　 ０．００６９９
（０．０９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０９７＊

（２．３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２２

　　注：括号中数值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１９９０年的数据来自
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的数据来自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表４为回归结果，关键的解释变量均显著，将估计结果代入（２２）式可得
城市的最优规模。平均来看，２００９年二、三产业ＧＤＰ之比平均为１．３６，可
得到最优城市规模为３４０万人，有４２％的城市低于这个最优规模。更进一步
来看，这种估计方法下，最优城市规模与该城市的产业结构相关，在给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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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产业结构基础上，我们可以计算每个城市与其产业结构相匹配的最优
规模，同时可以在９５％的置信区间内得到最优规模的上限（ｕｐｐｅｒ＿ｏｐｔｉｍａｌ）和
下限（ｌｏｗｅｒ＿ｏｐｔｉｍａｌ），从而得到最优规模区间，并计算各区间城市的数量。
我们将得到的结果与 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的结果进行对比，如表５所
示，发现２０５个城市中被低估的城市明显减少，从１９９７年的６２％减到２００９
年的１２％；处于最优规模区间的城市数量大大上升，从１９９７年的３５％上升
到２００９年的７０％；规模过大的城市数量在增加，从１９９７年的３％上升到

２００９年的１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被低估的城市已大大减少，大部分
城市处于最优规模的附近，但与此同时被高估的城市数量在增加。我们注意
到２００９年各城市的最优规模较１９９７年有较大增加，说明城市的最优规模是
动态变化的，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资本规模、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利
用外资、公共基础设施等各方面情况都在变化和改善，城市所能容纳的最优
规模也在增加。

表５　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９年不同规模区间的城市分布对比

Ｎ＜ｌｏｗｅｒ＿ｏｐｔｉｍａｌ　 ｌｏｗｅｒ＿ｏｐｔｉｍａｌ＜＝Ｎ＜＝ｕｐｐｅｒ＿ｏｐｔｉｍａｌ　 Ｎ＞ｕｐｐｅｒ＿ｏｐｔｉｍａｌ

１９９７年 １２７（６２％） ７１（３５％） ７（３％）

２００９年 ２５（１２％） １４４（７０％） ３６（１８％）

　　注：三列分别表示城市规模小于最优规模下限、城市规模在最优规模的下限和上限之间（即在最优规
模区间）、城市规模大于最优规模上限的城市数量。括号数字表示各区间城市所占百分比。１９９７年的
数据来自Ａｕ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０６）。

（三）不同地区（东、中、西部）城市规模与城市劳动生产率关系

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我们分不同地区（东、中、
西部）来看城市规模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从表６可以看到，东、中、西
部地区的地级市人口都在逐年增加，但又存在一定的差异，东部地级市的平
均人口要高于中部地级市的平均人口，中部地级市的平均人口又要高于西部
地级市的平均人口，不同地区的城市的人口规模不同，集聚效应也可能不同。
那么不同地区的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是什么关系？是一种倒 Ｕ形的
关系还是大部分处于最优规模的左边？下面我们对此进行分析。

表６　东、中、西部地级市的人口情况（万人）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２００３　 １０１　 ４６８．１９９７　２８６．２９２２　 １１０　 ３９４．７２９８　２２９．８３０１　 ７５　 ３５３．０５７５　 ３４５．７４５
２００４　 １０１　 ４７２．９２３２　２９１．８４３７　 １１０　 ３９６．９０５７　２３１．５６６５　 ７５　 ３５９．９３８３　 ３４３．８３１５
２００５　 １０１　 ４７６．０１　 ２９１．３２２８　 １１０　 ３９７．１２７３　２３５．２５４７　 ７５　 ３６２．５２３　 ３４６．８７０３
２００６　 １０１　 ４８２．２１９２　３０３．６２５５　 １１０　 ４０２．２０１７　２３５．８７３８　 ７５　 ３６６．１１１７　 ３４９．２８２９
２００７　 １０１　 ４８６．５４０４　３０２．９５６４　 １１０　 ４０６．１５２　 ２３７．８１７７　 ７５　 ３６９．３９３６　 ３５０．４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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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２００８　 １０１　 ４９２．０１４８　３０９．５０９５　 １１０　 ４１３．８８０３　２４５．３７６４　 ７５　 ３７５．０１０７　 ３５３．１４７２
２００９　 １０１　 ４９８．８１６９　３１７．０６５　 １１０　 ４１８．６３５８　２５０．０５７　 ７５　 ３７７．６２９６　 ３５５．７６７７

　　注：东部地区是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１１个省市；中部
地区是指内蒙古、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９个省份；西部地区是指四川、重庆、贵
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１１个省市。

分东、中、西部看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的回归结果如表７所示，

东、中、西部城市的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并没有稳定显著地表现出倒 Ｕ形
关系；西部城市的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口的估计
系数要远高于对东、中部城市的估计系数，存在显著的集聚效应，说明相对
于东、中部区的城市来说，西部城市发展较慢，还有较大的增长潜力。

表７　分不同地区看地级及以上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规模

不加入人口二次项

东部 中部 西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ＦＥ　 ＤＧＭＭ　 ＳＧＭＭ　 ＦＥ　 ＤＧＭＭ　 ＳＧＭＭ　 ＦＥ　 ＤＧＭＭ　 ＳＧＭＭ
ｌｎｐｏｐ －０．０１６０　０．１７３＊ －０．０００１６４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６８ －０．０７７１＊＊＊０．２６７＊＊＊ ０．２１３＊＊＊ ０．１０４＊＊＊

（０．２０） （０．１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９７） （０．０７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１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７０７　 ７０７　 ７０７　 ７７０　 ７６４　 ７６７　 ５２０　 ５００　 ５１６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ｄ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７５　 ７５　 ７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７４ — — ０．７６ — — ０．７３ — —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７２０．２９６　８５２．８１９１　 ６５８．７６２　 ７６０．５２４４　 ５３０．８９５１　７５１．１１７８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ＡＲ（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２
ＡＲ（２） ０．１９９３　 ０．６０６１　 ０．２９０３　 ０．２２７７　 ０．２５３５　 ０．３９５７

加入人口二次项

东部 中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ＦＥ　 ＤＧＭＭ　 ＳＧＭＭ　 ＦＥ　 ＤＧＭＭ　 ＳＧＭＭ　 ＦＥ　 ＤＧＭＭ　 ＳＧＭＭ
ｌｎｐｏｐ －２．９３９＊＊＊－０．８２９　０．７７０＊＊＊ ０．９４３　 １．０２４　 ０．８９６＊＊＊ ２．６６５＊＊＊ １．６０３＊＊＊ ０．２６３＊＊

（１．０５） （０．５３） （０．２１） （１．１１） （０．８５） （０．２６） （０．７６） （０．４７） （０．１２）
（ｌｎｐｏｐ）２　 ０．２５９＊＊＊ ０．０９８５＊ －０．０６８０＊＊＊ －０．０８２１ －０．０９０８ －０．０８５９＊＊＊ －０．２６０＊＊＊－０．１４４＊＊＊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８） （０．１１）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７０７　 ７０７　 ７０７　 ７７０　 ７６４　 ７６７　 ５２０　 ５００　 ５１６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ｄ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７５　 ７５　 ７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７４ — — ０．７６ — — ０．７４ — —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７６１．７３９６　９１７．８２１２　 ６９３．００５９　８１１．９１０６　 ５４１．２０２３　７７１．３４７５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ＡＲ（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４
ＡＲ（２） ０．１９９３　 ０．５４３５　 ０．２６７６　 ０．２５０９　 ０．２７１１　 ０．３８３１

　　注：括号中数值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所有回归都控制了时
间虚拟变量；固定效应为对方程（１７）和（１９）的估计，ＤＧＭＭ、ＳＧＭＭ为对方程（１８）和（２０）的估计；回归中
我们只列出关注的人口变量；一阶、二阶序列相关检验ＡＲ（１）和ＡＲ（２）报告的是Ｐ值；工具变量有效性
检验的Ｓａｒｇａｎ检验报告了相应的统计值和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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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　　结

从实证上验证集聚经济的存在是城市经济学中的一个研究热点，是否城
市规模越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即每单位劳动的产出）也越大？本文基于新
经济地理学的模型，考虑城市之间的联系，推导出城市规模与城市劳动生产
率的关系，得到计量模型。我们利用中国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
数据，通过固定效应、差分ＧＭＭ、系统ＧＭＭ三种回归方法分析了城市规模
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为了得到更可信的结论，进一步使用了两种ＩＶ方
法，发现地级市中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呈现显著的倒 Ｕ形关系。城市规模
对劳动生产率的这种影响是源自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人口在
某一城市聚集和增加，人们可以分享知识、相互学习、共用投入品，同时，
同一地区人口的增加能够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的概率和质量，从而带来生产
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当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城市中的交通成本和租金成
本上升，当人口增加带来的成本等于收益时，城市规模达到最优，在最优规
模的左边，成本还比较小，单位产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增大，而在最优
规模的右边，规模增加带来拥挤效应而产生的成本超过了城市规模增加带来
的收益的增加，单位产出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而降低。同时，城市的最优规
模是动态变化的，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资本规模、人力资本、产业结构、
利用外资、公共基础设施等各方面情况都在变化和改善，城市所能容纳的最
优规模也在增加。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分东、中、西部地区来看，
我们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并没有表现出稳健、显著的倒 Ｕ形关系，
并且与东、中部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来说，西部城市表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
从我们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到，随着中国逐渐放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中

国城市有了较大发展，城市规模和数量在不断增加，在可比方法下，与１９９７
年６２％的城市被低估相比，２００９年被低估的城市比例为１２％，已大大减少，
同时大部分城市处于最优规模附近，但我们同时还发现被高估的城市数量在
增加。因此，在合理促进城市规模增加的同时，我们应该关注城市因过快发
展而超过其所能容纳的数量水平的现象，防止从城市规模偏小的这一状况发
展到城市过大的另一个极端。为了促进城市的合理发展，我们认为，一方面
可以通过加强城市的合理建设来提高城市能吸纳的人口和劳动力，充分挖掘
城市的发展潜力，包括加强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
水平、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等。特别是对于那些人口规模被高估的城市，人口
过多并不能说明这些城市中人口就已经达到饱和，与其他国家相比（比如，日
本的大东京地区仅占其国土面积的４％，却集中了２５％的人口和近４０％的生
产总值），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四城市的 ＧＤＰ总和只占全国的一成多。
充分发挥大城市的集聚能力是未来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周其仁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在中山大学演讲时所说，北上广的人口聚集还远远不够，城市的集聚
优势并未完全发挥，需要 “培养高密度空间的管理理念，以及培养大量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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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才”；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被低估的城市，户籍制度的限制可能是造成这种
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改革现在的户籍制度，鼓励劳动力在城市之间
及城乡之间的转移，特别是对于西部地区的城市，从而进一步发挥城市的集
聚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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